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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

——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视角

陈　韬　闫中晓*

摘要：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对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

作用。本文将国内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福利效应分解为贸易成本变动效应和规模经济

强化效应，重点评估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大多数省份而言，制度性贸

易摩擦降低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占总福利效应的比重超过 25%。从全国尺度来看，规模

经济强化效应占总福利效应的比重达 32.6%。机制分析表明，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引发

的产业空间分工深化和地区产业专业化均为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重要来源。投入产出关

联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强度具有关键影响，服务业可贸易性和国际循环畅通程度也会影

响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强度。拓展分析发现，降低空间摩擦和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在提

升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上存在一定的协同性。本文为破除地区间制度性贸易壁垒提供了政

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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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其中，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作为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支撑，能深化分工，促进创新，持续提高产业

链各环节的生产率，使中国具备一般经济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20）。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早在 18 世纪，亚当·斯密就提出了分工深度受市场

规模制约的论断。同时，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也肯定了国家规模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其中供给侧的规模经济性是该判断的重要理论前提。在国际贸易领域，研究者基于规模报酬递增

的假设，得出了大国内需有利于出口（Krugman， 1980），容易获得较高的福利水平（Venables， 1987）
的判断。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内生增长模型也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设定下，得到国家规模与

长期经济增长率正相关结论（Romer， 1990）。由此可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产业的规模经济性在

理论上存在密切联系。

虽然在理论上大国存在发展优势，但现实中大国不等于强国，相关实证研究也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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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es， 2005； Rose， 2006）。对此，Ramondo 等（2016）认为，这是因为经典理论未考虑国家内部的

空间结构，忽视了国内贸易成本对大国优势的削弱作用。他们从理论上证明了国内贸易成本会削

弱由规模经济性带来的大国优势，并用数据验证了这一判断。结合此研究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疆

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的国家，国内空间摩擦可能削弱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除了空间摩擦以外，中

国各地区间还存在明显的制度性贸易摩擦（韩佳容，2021；才国伟等，2023）。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一系列放权让利改革将经济利益引入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在有效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

的积极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地区间“与邻为壑”的制度性分割现象（马草原等，2021）。在财政激励的

影响下，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司法等手段，对本地的企业加以保护，对外地产品实施歧视性规则，破

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吕冰洋和贺颖，2019）。有鉴于此，地区间

的制度性贸易摩擦可能严重阻碍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削弱国内大市场优势。如何优化制度设计，

降低地区间的制度性贸易壁垒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大问题①。

既然国内贸易成本可能削弱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那么降低国内贸易成本、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

能否重新释放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鉴于制度性贸易摩擦在中国情境下的特殊重要性，本文将以

制度性贸易摩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同时，考虑到产业规模经济性是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采用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性的贸易模型进行估计。在本文的模型

设定下，国内贸易成本变化会改变各地的产业规模，产业规模变化又会引起生产率的变化，带来额

外的分工和专业化效应，进而影响福利。本文将这一影响机制称为“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基于此，

本文认为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机制不仅包括现有研究广泛关注的“贸易成本变动效

应”，还包括与产业规模经济性密切相关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本文的核心内容即为结合模型结

构和现实数据，回答“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有多重要”的问题。

为回答此问题，本文首先对各产业的规模弹性和国内制度性贸易摩擦进行估计。在参数估计

的基础上，本文拟合国内地区间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到加拿大地区间制度性贸易摩擦水平（15%）

的反事实均衡，发现：第一，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能带来正面的福利效应和明显的规模经济强化效

应，对大多数省份而言，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对总福利效应的解释力达 25% 以上。对全国而言，规模

经济强化效应占全国总福利效应的比重达 32.6%，说明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是国内市场一体化促进

福利提升的重要作用渠道。第二，在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性的设定下，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能促进产

业空间分工深化和地区产业专业化，二者均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第三，规模经济强

化效应的强度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投入产出关联是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强度的关键影响因素，服务

业的可贸易性以及国际循环是否畅通也能改变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强度。第四，不同的市场一体

化手段间存在协同性，若在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的同时，通过优化基础设施降低地区间空间摩擦，

各地能获得更加明显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

本文与量化估计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有关。近年来，不少研究采用量化贸易模

型，估计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福利效应、产出效应和再分配效应（Tombe 和 Zhu， 2019； Fan， 2019； Ma
和 Tang， 2020； Xu 和 Yang， 2021； Fan 等，2023；陈朴等，2021；韩佳容，2021；赵扶扬和陈斌开，

2021；张帅等，2022；张少军等，2023）。现有研究大多采用 Caliendo 和 Parro（2015）的模型框架，部分

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劳动力迁移（Tombe 和 Zhu， 2019）、国内地理结构（Xu 和 Yang， 2021）、

①　2022 年 4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对如何降低区域间制度性壁垒

提出了大量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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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陈朴等，2021）、土地市场（赵扶扬和陈斌开，2021）等理论要素。上述研究通常以国内总

贸易成本变动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动作为外生冲击，分析其对经济体的一般均

衡效应。需要指出，在量化分析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经济效应时，几乎所有研究均采用规模报酬不变

的模型设定，仅有少数研究考虑了供给侧的规模经济性①。例如，Xu 和 Yang（2021）在估计基础设

施的福利效应时，使用 Krugman（1980）的模型设定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估计得到的福利效应大于

规模报酬不变设定下的结果。

本文认为，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设定在大国情境下存在局限性，无法很好地刻画贸易成本变化

带来的分工深化和专业化效应，容易低估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积极意义。具体来说，若不考虑产业规

模经济性，贸易成本变化引发的产业规模变化仅是“结果变量”，即使在贸易成本变化影响下某产业

高度集聚于某个地区，其生产率也不会变化，对各地的福利没有额外影响。相比而言，若考虑规模经

济性，贸易成本降低引发的产业空间分工和专业化集聚将影响各地产业的生产率，进而对福利产生

影响，体现出产业分工深化和专业化的收益。在大国情境下，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使产业具备深度

分工的潜力，产业空间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福利效应可能相当显著，此时使用无规模经济设定进行

估计或将存在明显偏差。因此，为了完整把握统一大市场“供需互促、深化分工”的内涵，准确评估国

内市场一体化的福利效应，有必要拓展规模报酬不变的设定，充分考虑产业规模经济性的影响。

本文还与中国国内制度性贸易摩擦的研究有关。相关研究指出，国内市场分割不仅由空间摩

擦导致，还受制度性摩擦的影响，后者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放权让利改革，具有深刻的

制度性根源（吕冰洋和贺颖，2019；马草原等，2021）。现有研究集中于制度性贸易摩擦的测度，常用

方法是通过比较地区间产品价格差异来反推市场分割程度，文献中常称之为“价格法”（桂琦寒等，

2006）。近年来，部分研究结合因果推断方法对“价格法”进行优化，识别了行政边界的因果效应，发

现行政边界确实造成了显著的市场分割（Yang 等，2022；黄新飞等，2014；马草原等，2021；才国伟

等，2023）。除了制度性贸易摩擦的测度以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制度性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和产

生动因（陈刚和李树，2013；吕冰洋和贺颖，2019；王许亮，2020），较少关注制度性贸易摩擦的宏观效

应。少数研究如韩佳容（2021）测算了制度性贸易成本占中国总贸易成本的比重，并发现若制度性

贸易成本降低 50%，中国整体福利水平能提升 5.9%。Fan（2019）的研究也部分地涉及制度性贸易

摩擦，该研究测度了边界效应对贸易成本的贡献，并发现若中国地区间的边界效应降低到美国的边

界效应水平，全国福利将显著提升。现有研究可能有两点可拓展之处：一方面，大多数研究基于边

界效应概念，聚焦于相邻地区间的制度性贸易摩擦，然而在不相邻的地区之间，制度性贸易摩擦可

能同样存在。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在估计制度性贸易摩擦变化的宏观效应时，较少在同一框架下比

较制度性贸易摩擦与其他形式贸易摩擦变动的效应差异，并探讨不同市场一体化手段之间的相互

作用。

本文在以下方面对现有研究有所拓展：首先，本文在评估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福利效应时，

充分考虑了产业的规模经济性差异，并结合理论模型将总福利效应分解为贸易成本变动效应和规

模经济强化效应。基于上述分解，本文补充了规模经济强化效应这一在大国情境下相对重要的作

用机制，明确了此机制对福利提升的重要作用。其次，本文重点探讨了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带来的

产业空间分工深化和地区专业化效应，分析了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关键作用机制和作用条件，增加

①　还有一些研究采用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性的设定，估计产业政策和贸易协定的影响，如 Ju 等（2024）、秦若冰

和马弘（2022），但他们的关注点不在于国内市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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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作用规律的理解。最后，本文还估计了优化基础设施以降低空间摩擦的福

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并分析其与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的协同效应，为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路

径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二、模型设定

为评估制度性贸易摩擦变化带来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本文构建一个包含产业规模经济性的

贸易模型。假设世界上共有 G 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 J 个产业，下文用下标 g、h、i表示地区，用 j、k 表

示产业。本文假设 g 地的总人口为 Lg，劳动者可以在同一地区的各个产业间自由流动，但在地区间

迁移需要付出一定的迁移成本。

（一）消费

假设 g 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g = ψ ( )∑j
b

1
σ
g，jC

σ-1
σ

g，j

σ
σ-1

（1）
式（1）中，Ug表示 g 地消费者的效用水平，Cg，j表示 g 地消费者对产业 j组合产品的消费量，bg，j表

示外生给定的 g 地消费者对产品 j 的偏好参数。σ 为产业之间的替代弹性。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j
Pg，jCg，j ≤ vhg。其中，Pg，j为 g 地产业 j 组合产品的价格指数，vhg为 h 地劳动者迁移到 g 地后能获得

的收入水平，与地区间的迁移成本有关，将在下文详细说明。ψ 为随机冲击项，服从 Fréchet分布，其

分布函数为：P ( )ψ ≤ x = exp ( )-x-κ ，κ 为刻画劳动力迁移对实际收入变化敏感程度的参数。

（二）中间品生产

在本文的情境下，地区—产业为生产活动的行为主体，生产过程所需的投入要素为劳动和中间

产品。产业的生产函数为如下形式：

yg，j ( ω ) = ε ( ω ) Ag，j l
αj

g，j ( ω )∏ k
qγjk

g，jk ( ω ) （2）
式（2）中，yg，j表示 g 地产业 j 的中间产品产出量，ω 表示产业内部的细分产品种类，Ag，j表示 g 地

产业 j的生产率，lg，j表示劳动力的使用量，qg，jk表示 g 地产业 j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k 产业中间投入品的

量。αj、γjk为参数，αj +∑k
γ jk = 1。此生产函数对应的成本函数为：

cg，j ( ω ) = Bj w
αj

g∏ k
Pγjk

g，k

zg，j ( ω ) Ag，j

= Bj c͂g，j

zg，j ( ω ) Ag，j

（3）
式（3）中，cg，j表示 g 地产业 j的生产成本，Bj为常数①，wg表示 g 地的工资水平，Pg，k表示 g 地 k 产业

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为简洁起见，本文用 c͂g，j = wαj

g∏ k
Pγjk

g，k 来表示生产要素价格导致的生产成本。

另外，zg，j（ω）为随机生产率冲击，服从 Fréchet分布，其分布函数为 Fg，j( )z = exp (- z-θj )。
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产业的规模经济性，使产业的生产率受产业规模影响，且各产业的规模

变化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强度不同。假设 g 地生产产品 j的生产率由式（4）决定：

Ag，j = Āg，j φ j（Sg，j） （4）
式（4）中，Āg，j为 g 地生产产品 j的固有生产率，Āg，j外生给定。φj( )· 为刻画产业 j生产率随产业规

模变化的函数。按此设定，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特性，随着产业规模增长，不同产业成本

下降的速度不一，由函数 φj( )· 决定。Sg，j表示 g 地产业 j 的规模，Sg，j = Lαj

g，j∏ k
Qγjk

g，jk，Lg，j表示 g 地产业 j

①　Bj = α-αj

j ∏ k
γ-γjk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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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劳动力总和，Qg，jk 表示 g 地产业 j 使用的 k 产业中间产品的总量。本文借鉴 Kucheryavyy 等

（2023）①，将 φj( )· 设定为：

φj ( Sg，j ) = Sηj

g，j （5）
在式（5）的设定下，产业规模每提升 1%，生产率就会提升 ηj%，ηj为规模弹性。规模弹性越大，意味

着产业规模对生产率的影响越大。规模弹性决定了产业的规模经济性强度，是本文最重要的待估参数。

可以看出，在不考虑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即 ηj 均为 0 时，产业规模的变化主要是外生冲击引发

的被动结果，不会对经济体产生额外影响。相比而言，若考虑产业的规模经济性，产业规模的重新

配置会导致生产率变化，进而对经济体产生主动影响，此时外生冲击的经济效应不仅和外生冲击本

身有关，还与外生冲击引起的生产率变化有关。

（三）组合产品的生产

假设各地均从价格最低的供应商处购买产品并生产各产业的组合产品，g 地产业 j组合产品的

生产函数由式（6）给出：

Tg，j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rg，j( )ω

σj-1
σj dω

σj

σj-1
（6）

式（6）中，Tg，j 表示 g 地产业 j组合产品的产量，rg，j( )ω 表示 g 地产业 j组合产品生产者从出价最低

的供应商处购买产品种类 ω 的量。组合产品 Tg，j既可作为中间投入品用于生产，又可以用作最终消

费品。组合产品的价格可由式（7）给出：

Pg，j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pg，j( )ω 1-σj dω

1
1-σj

（7）
式（7）中，pg，j( )ω 表示 g 地购买产业 j产品种类 ω 时能获得的最低价格。

（四）贸易与贸易成本

假设中间产品可以在地区间贸易，但需要付出贸易成本。从 g 地运输一单位产品 j到 h 地，需要

付出的贸易成本为 τgh，j。本文假设贸易成本由如下式子给出：

τgh，j = dδj

gh th，j t̄gh，j （8）
式（8）中，dgh表示 g 地与 h 地之间的空间摩擦水平，dδj

gh 表示空间摩擦带来的贸易成本，δj为空间

摩擦对产业 j贸易成本的影响弹性。另外，本文将空间摩擦不能解释的贸易成本定义为制度性贸易

成本，并假设制度性贸易成本存在对称部分和不对称部分，分别用 t̄gh，j、th，j 来表示。其中，t̄gh，j 表示 g

地与 h 地之间对称的制度性贸易成本，th，j 表示各地出口 j产品到 h 地需要付出的额外制度性贸易成

本②。同时，本文还假设地区内部贸易不需要付出制度性贸易成本。本文借鉴 Albrecht 和 Tombe
（2016）的方法，将制度性贸易摩擦 t͂ 定义为 t͂gh，j = th，j t̄gh，j - 1 = τgh，j dδj

gh - 1。按此定义，则总贸易成

本、空间摩擦带来的贸易成本与制度性贸易摩擦三者之间的关系为：τgh，j = dδj

gh (1 + t͂gh，j )。即总贸易

成本相当于在空间摩擦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征收税率为 t͂gh，j 的税收后的贸易成本。

①　Kucheryavyy 等（2023）还证明了在各种多产业贸易模型框架中考虑规模经济性，模型的理论预期均取决于

少数关键参数，不同模型间具有一定的等价性。具体涉及的模型包括多产业 Eaton-Kortum 模型、多产业 Krugman 模

型、多产业 Melitz模型、广义的多产业 Krugman 模型、广义的多产业 Melitz模型。

②　由于中国地区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常表现为地区限制外地产品进入，而非限制本地产品销往外地，因此本

文设置进口地特定的制度性贸易成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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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贸易成本，g 地生产产品 j并销往 h 地需付出的总成本为 τgh，j cg，j。假设市场结构为完全

竞争市场，各地的消费者购买产品时，均选择价格最低的产地。结合 Fréchet 分布的特性，h 地从 g

地购买产品 j的支出占其对产品 j总支出的比重为①：

πgh，j = ( )c͂g，j τgh，j

-θj( )Āg，j S
ηj

g，j

θ j

∑ i( )c͂ i.j τ ih，j

-θj( )Ā i，j S
ηj

i，j

θ j
（9）

式（9）中，贸易份额 πgh，j 的表达式中包含了产业规模因素，产业 j 规模越大的地区，倾向于占据

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也是考虑产业规模经济性带来的重要影响。同时，h 地产品 j的价格指数可以用

下式表示②：

Ph，j = Γj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i
( )c͂ i，j τ ih，j

-θj( )Ā i，j S
ηj

i，j

θ j

- 1
θj

（10）
g 地出口产品 j到 h 地的贸易额 Xgh，j可表示为：

Xgh，j = πgh，j Xh，j （11）
式（11）中，Xh，j表示 h 地对产品 j的总支出，包含最终消费品支出与中间投入品支出：

Xh，j = βh，j ( wh Lh + Dh ) +∑k
γkj Rh，k （12）

式（12）中，Dh 为贸易差额，βh，j为 h 地消费者对 j产品的支出份额，由式（13）给出：

βh，j = bh，j P
1-σ
h，j

∑ k bh，k P 1-σ
h，k

（13）
另外，Rh，k 为 h 地 k产业总销售收入：

Rh，k =∑i
πhi，k X i，k （14）

劳动力工资满足：

wh Lh，k = αk Rh，k （15）
（五）劳动力迁移

本文假设劳动者可以在中国的各省份之间迁移，而不能跨国迁移。劳动者在中国的省份间迁

移需要付出迁移成本，本文假设迁移成本表现为收入减少，即 vhg = ωg /μhg，其中，ωg 表示 g 地劳动者

的收入水平，ωg = ( wg Lg + Dg ) /Lg。另外，μhg表示劳动者从 h 地迁移到 g 地的迁移成本。结合式（1）
给出的效用函数，h 地劳动者迁移到 g 地能获得的效用水平可以表示为：

Vgh = ψ
1

μgh

ωh

Ph

（16）
式（16）中，Ph为 h 地的总价格指数，由如下式子给出：

Ph = ( )∑j
bh，j P

1-σ
h，j

1
1-σ （17）

若劳动者选择迁移到能使自己效用最大的地区，则 g 地的劳动者迁移到 h 地的概率为：

mgh = ( )1
μgh

ωh

Ph

κ

∑h′( )1
μgh′

ωh′

Ph′

κ （18）

①　具体推导过程见附录 A，本文附录详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网站，下同。

②　Γj为常数，具体推导过程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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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假设 h 地初始人口禀赋为 L̄h，则 g 地现有的人口数量 Lg 为：

Lg =∑h
mhg L̄h （19）

（六）福利效应与规模经济强化效应

本部分说明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测算方法。下文用 x′表示变量 x 在新均衡状态下

的取值，用 x̂ 表示变量 x 在新、旧均衡状态下的取值之比。假设受制度性贸易摩擦变动影响，经济体

从旧的均衡状态移动到新的均衡状态，在此过程中 g 地的福利变化可以表示为 Ŵ g = ( )m̂gg

-1 κ
ω̂ g /P̂g。

以下阐述本文识别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方法。在产业没有规模经济性的设定下（用上标 ns 表

示），估计一组特定的贸易成本变化 { τ̂gh，k }的影响，若得到的均衡产业规模变化为 { Ŝns
g，k }，由于产业的

规模弹性为 0，各地生产率不会发生变化，即对每个产业 k 都有 Âg，k = ( )Ŝns
g，k

0 = 1，此时产业规模变化

不会产生额外效应。相比而言，采用有规模经济性的设定（用上标 s表示）估计贸易成本变化的影响

时，若均衡时产业规模变化为 { Ŝ s
g，k }，此时各地区各产业的生产率变化为 Âg，k = ( )Ŝ s

g，k

ηk

。对比有规模

经济和无规模经济设定，可以发现规模经济设定的影响在于产业的生产率变化 Âg，k。基于此，

Kucheryavyy 等（2023）指出，在有规模经济设定下估计贸易成本变化 { τ̂gh，k }引起的反事实均衡，相当

于在无规模经济的设定下，估计贸易成本变化 { τ̂gh，k }和由产业规模经济性引起的生产率变化{ }Âg，k

这两个外生冲击引起的反事实均衡。据此，本文将有规模经济模型估计得到的福利效应分解为两

部分：一是在无规模经济设定下，贸易成本变动 { τ̂gh，k }对福利的影响，本文将其称为贸易成本变动

效应；二是由于产业规模经济性导致的生产率变化 { Âg，k }对福利的影响，本文称其为规模经济强化

效应。

三、参数估计与反事实均衡拟合

（一）数据来源

为估计相关参数并拟合反事实均衡，本文以 2017 年为基期，构建一个包含 30 个国内省份①和

58 个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共计 24 个产业门类的贸易流量矩阵。此过程使用的数据有：（1）中国省

际贸易数据来自 2017 年的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Zheng 等，2020；李善同等，2023）。（2）世界各国

家/地区间的贸易数据来源于 2017 年 OECD 投入产出表。（3）中国与世界各国家/地区间的贸易流量

由已有投入产出表数据估计得到②。（4）国内各省和世界各国 2017 年的人口总量数据从中国统计年

鉴、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获得。（5）各地区间的劳动力迁移矩阵从 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微

观数据中获取，劳动力迁移的识别标准为，若观测到劳动者户籍在 A 省，而现居住在 B 省，则认为其

从 A 省迁移到 B 省。

（二）规模弹性估计

本文借鉴 Bartelme 等（2019）的方法估计模型关键参数——规模弹性，具体步骤为：

第一步，设定跨产品替代弹性 σ 和贸易弹性 θj。本文参考 Bartelme（2019）的取值，将 σ 设为

1.28，θj的取值见附录表 D.1.1，后文的反事实均衡估计也采用此参数取值。

①　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中较多产业产出为 0，因此本文暂未考虑此地区的数据。

②　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包含 42 个产业，OECD 投入产出表包含 45 个产业，二者的产业分类标准不同，本文

将各类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对照合并。具体数据处理方法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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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对 g 地出口产品 j到 h 地的贸易额 Xgh，j取对数，然后对所有出口目的地取平均①，并除以

贸易弹性，最后调整投入要素价格差异，得到式（20），并将 Yg，j简称为对数出口额均值。

Yg，j = 1
θj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Hg，j
∑

h

lnXgh，j - ln ( )Bj w
αj

g∏ k
Pγjk

g，k （20）
第三步，将 g 地产品 j的对数出口额均值 Yg，j对另一个地区 g′，另一个产品 j′进行双重差分，结合

式（9）、式（11），可以得到双重差分后对数出口额均值与产业规模间的关系：

Δg′，j′( )Yg，j = Δg′，j′( )ηj lnSg，j + Δg′，j′( )εg，j （21）
式（21）中，Δ 表示双重差分符号，下标 g′、 j′表示对地区 g′，产品 j′计算双重差分，Sg，j为产业规

模，εg，j = -( )∑
h

lnτgh，j /G。估计式（21）等价于估计如下方程：

Yg，j = δg + δj + ηj lnSg，j + εg，j （22）
其中，δg、δj分别表示出口地、产业固定效应，估计式（22）可以得到各产业的规模弹性估计值。可以

看出，使用该方法估计规模弹性的关键在于计算变量 Yg，j和 Sg，j。为了计算这两个变量，还需要获取各地

工资水平 wg、各地分产业价格指数 Pg，k以及区域间贸易流量 Xgh，j。本文从 2017年的贸易矩阵中，获取区

域间贸易流量 Xgh，j，并计算各地各产业总销售收入 Rg，j，如此，各地工资水平 wg可以由 wg = ( )∑j
α j Rg，j /Lg

计算得到。同时，借鉴 Bartelme等（2019）的方法，本文按式（23）估计各地各产业的价格指数：

lnPg，j = 1
Hg，j
∑

h

1
θj

ln ( )Xhg，j

Xg，j

（23）
得到工资水平和价格指数后，即可计算变量 Yg，j。根据生产函数的性质，可得：

lnSg，j = lnRg，j - lnBj - ln ( )wαj

g∏ k
Pγjk

g，k （24）
据此可以计算出各产业的规模。然而，式（22）中的残差项 εg，j可能包含无法观测的供给侧随机

冲击，若供给侧冲击与产业规模正相关，那么遗漏供给侧冲击将使 OLS 方法高估规模弹性。为此，

本文参考 Bartelme 等（2019）的思路，使用与供给侧随机冲击无关的需求侧的偏好特征来预测产业

规模。具体来说，本文结合前面估计得到的分产业价格指数，通过式（25）估计需求偏好参数 bg，j ②：

bg，j = βg，j ( )Pg，j

1-σ

∑k
βg，k ( )Pg，k

1-σ （25）

本文的工具变量由式（26）计算得到：

lnSIV
g，j = ln (bg，j Lg，1990 ) （26）

其中，Lg，1990 表示 g 地 1990 年的人口数量③。本文使用历史人口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

地区—产业层面的供给侧随机冲击可能与地区总人口相关。例如，若某一产业在基期前后意外受

到正向的供给侧冲击，可能会吸引人口迁入并从事该产业的生产活动，导致当期人口总量与供给侧

随机冲击相关。本文使用 1990 年各地区的人口数量，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近期供给侧随机冲击同

时影响地区总人口和 Yg，j的情况。

①　式（20）中，Hg，j为 g 地出口产品 j的目的地数量。

②　本文参考 Bartelme 等（2019）的做法，将同一地区内不同产品的 bg，j之和标准化为 1。
③　数据来源于 1990 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其中 1990 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来自

IPUM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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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规模弹性估计

产业

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

木材家具

造纸印刷

石油炼焦

化学医药

2SLS
0.16***

0.09***

0.12***

0.16***

0.08**

0.27***

SE
（0.04）
（0.03）
（0.04）
（0.04）
（0.04）
（0.04）

F-stat
80.24
59.22
37.51
31.99

8.54
22.84

产业

非金属

金属

通用设备

交通运输

电气机械

通信计算机

2SLS
0.16***

0.12**

0.21***

0.19***

0.05*

0.07**

SE
（0.05）
（0.05）
（0.05）
（0.03）
（0.03）
（0.03）

F-stat
46.31
22.23
25.98
30.61
26.21
19.95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SE 表示聚类到出口地的标准误，F-stat表示 2SLS 估计第一阶

段回归的 F 统计量，回归控制出口地固定效应和产业固定效应。附录表 D.2.1 展示了详细结果。

表 1 汇报了产业规模弹性估计结果①。可以看出，使用现实数据估计出的规模弹性显著大于 0，
说明相比于无规模经济的模型，有规模经济的模型可能更契合现实数据。同时，本文估计得到的规

模弹性为 0.05~0.27，接近 Bartelme 等（2019）的估计值。本文采用此估计值作为规模弹性参数取

值②。分产业来看，化学医药、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规模弹性较大，

而电气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业的规模弹性相对较小。

（三）制度性贸易摩擦的测算

本文参考 Albrecht 和 Tombe（2016）的方法估计中国省际制度性贸易摩擦。首先，按照 Head 和

Ries（2001）的方法计算区域间的总贸易成本，即根据式（9），可以得到如下关系：

τ̄gh，j = ( )πgh，j πhg，j

πgg，j πhh，j

1
-2θj = τgh，j τhg，j

τgg，j τhh，j

（27）
将式（8）代入式（27），并取对数可以得到：

lnτ̄gh，j = δj ln ( )dgh dhg

dhh dgg

+ ln ( tg，j )
2 + ln ( th，j )

2 + ln ( t̄gh，j ) （28）
根据式（28），本文可以估计如下回归方程来识别地区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

lnτ̄gh，j = δj ln ( )d̄gh + ηg，j + ηh，j + εgh，j （29）
其中，因变量为用 Head 和 Ries（2001）的方法估计的贸易成本。在自变量方面，可以选取空

间摩擦的代理变量 dgh，构造 d̄gh = dgh dhg dhh dgg 。另外，通过控制出口地—产品固定效应（ηg，j）和

进口地—产品固定效应（ηh，j），可以识别出制度性贸易成本中不对称因素的影响，上述变量不能

解释的部分可视为对称的制度性贸易成本 ln ( t̄gh，j )。在具体操作中，估计式（29）可以得到不同产

业 的 δj 估 计 值 ，进 而 得 出 空 间 摩 擦 带 来 的 贸 易 成 本 为 ( )d̄gh

δj

。 此 时 ，制 度 性 贸 易 摩 擦 t͂gh，j =
τ̄gh，j th，j tg，j ( )d̄gh

δj - 1③。其中 tg，j、th，j 的估计值可以由式（29）中的固定效应估计值得到，即 tg，j =

①　各产业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见附录 D.2。
②　注意到石油炼焦产业的一阶段 F 统计量小于 10，说明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为稳妥起见，本文使用

Bartelme 等（2019）的估计值 0.07 作为该产业的规模弹性。

③　需要指出，采用此方法估计的制度性贸易摩擦，既包含正式制度带来的制度性贸易摩擦，例如市场准入规

则、行政干预等，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带来的制度性贸易摩擦，包括文化差异、习俗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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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 (2ηg，j )、th，j = exp (2ηh，j )。
估计式（29）需要使用中国地区间分产业贸易份额数据，此数据来源于 2017 年中国区域间投入

产出表①。同时，本文选取 2016 年各省份之间的最短路网交通时间作为地区间空间摩擦的代理变

量。本文使用 ArcGIS 软件，以 2016 年中国的路网地图②为基础，计算中国各地级市之间的最短交通

时间③，并根据各地级市的人口数量④，将地级市之间的最短交通时间加权平均到省份层面，由此获

得省内、省际的最短交通时间，作为 dgg、dgh 的代理变量。估计式（29）得到的 δj估计值平均为 0.16⑤，

接近 Albrecht和 Tombe（2016）的估计值。

表 2 分区域汇报了 2017 年按贸易流量加权平均的总贸易成本和制度性贸易摩擦水平⑥。其

中，Panel A 汇报了地区间的总贸易成本水平，可见西部地区出口到中部地区的贸易成本最高，而东

部地区内部省份贸易成本最低。Panel B 汇报了地区间的制度性贸易摩擦水平，其空间分布格局与

总贸易成本的格局类似。西部地区出口产品到中部地区面对的制度性贸易摩擦最高，而东部地区

进口产品的制度性贸易摩擦最低，但制度性贸易摩擦水平仍有 35% 以上，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呼

应了才国伟等（2023）的研究结果。此外，Albrecht和 Tombe（2016）估计得到 2010 年加拿大省份之间

的制度性贸易摩擦为 15%，明显低于中国省份之间的制度性贸易摩擦水平，说明中国地区间制度性

贸易摩擦仍有很大的降低空间。

表 2 地区间贸易成本与制度性贸易摩擦

Panel A 总贸易成本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1.755
1.785
1.885

中部

2.176
2.202
2.469

西部

2.057
2.080
1.929

Panel B 制度性贸易摩擦（%）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35.987
36.405
35.403

中部

64.934
75.857
83.990

西部

49.686
55.790
55.001

注：表中的行-列表示出口地-进口地尺度的平均贸易成本或平均制度性贸易摩擦。

（四）其他参数和变量设置

本文还需要获取各产业的增加值占比 { αj }、各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 { γjk }、各地的人口禀赋

{ L̄g }，以及基期均衡时的地区间贸易流量 { Xgh，j }、各地初始工资水平 { wg }、劳动力配置情况 { Lg，j }，具
体细节见附录 D.4。

①　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分产业省际贸易额存在大量零值，直接代入式（27）会出现贸易成本无穷

大的情况，因此在估计过程中，本文用所有制造业产业加总的贸易份额替换分产业的贸易份额。

②　地图数据来源于 OpenStreetMap 网站，网址为：https：//www.openstreetmap.org/。
③　本文参考 Baum-Snow 等（2017），将高速公路、铁路、公路的时速设为 100km/h、80km/h、60km/h，并允许高速

公路、铁路和公路之间连通。

④　各地级市人口数量来源于 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直辖市各区县的人口数量来源于各直辖市

统计年鉴。

⑤　各产业的 δj估计值见附录表 D.3.1。
⑥　参照才国伟等（2023）的分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

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重庆、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附录 D.3 还展示了分省的制度性贸易摩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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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结果

（一）基准结果

本文假想中国省份之间的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到加拿大省际制度性贸易摩擦的水平，将此过

程中发生的贸易成本变化作为外生冲击，借鉴 Dekle 等（2007）的方法拟合反事实均衡①。参考

Albrecht 和 Tombe（2016）的估计，2010 年加拿大省份之间的平均制度性贸易摩擦为 15%，本文通过

计算，发现为了使中国平均省际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至 15%，现有的制度性贸易摩擦需要降低

65.03%，这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为 τ̂gh，j = [ 1 + (1 - 65.03% ) × t͂gh，j ] / (1 + t͂gh，j ) ②。本文以此作为外生冲

击，估计反事实均衡。

表 3 汇报了本文的基准结果。若中国省际制度性贸易摩擦下降至 15%，则所有省份的福利水

平将显著提升，其中相对欠发达地区得到的福利效应较大，呼应了韩佳容（2021）的估计结果。若仅

考虑贸易成本变动效应，即采用无规模经济性的模型估计得到的福利效应，山西、内蒙古、青海、甘

肃、宁夏等省份福利提升最明显。若使用考虑规模经济的模型进行估计，山西、青海、甘肃、内蒙古、

海南、宁夏等省份的福利水平明显提高，福利效应均大于 19%。对比有规模经济和无规模经济模型

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各地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③。可以看出，大多数省份均受益于产业层面的规

模经济性，其中青海、甘肃、山西、海南、内蒙古、天津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达 9% 以上，分别占总福利

效应的 44.08%、38.63%、26.46%、48.20%、35.98%、56.03%。此外，其他省份也普遍获得正向的规模

经济强化效应，样本中的 30 个省份中，共有 24 个省份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占总福利效应的比重超过

25%。本文的基准结果表明，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是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促进福利提升的重要渠道，

忽视产业的规模经济性将明显低估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福利效应。

在基准设定下，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化是引发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唯一外

生冲击，不同省份贸易成本变化程度差异可能导致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差异。为初步解

释基准估计结果的差异，此处分析各省贸易成本变化与福利效应、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之间的关系。

附录图 D.5.1（a）展示各省份由于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引起的平均贸易成本变化与福利效应的关

系。可以看出，贸易成本变化与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说明贸易成本下降越多的省份，

福利效应倾向于越大，这与 Lall 和 Lebrand（2020）的研究结果类似。附录图 D.5.1（b）则分析贸易成

本变化与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之间的关系，可见二者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贸易成本下降越明显

的省份，规模经济强化的作用倾向于越强。

①　拟合均衡所需的所有式子见附录 C。同时，为了避免多重均衡，本文借鉴 Bartelme 等（2019）的方法，设置规

模弹性和贸易弹性的乘积不超过一个最大值，本文使贸易弹性和规模弹性的乘积不超过 0.8，以此微调部分产业的

规模弹性。

②　在本文的估计中，部分地区间的制度性贸易摩擦小于 0，Albrecht 和 Tombe（2016）的估计结果中也存在此情

况，他们将这一现象解释为部分地区间的运输成本超过了总贸易成本。在中国情境下，本文认为这可能与部分地区

的补贴政策有关。由于这些地区之间制度性贸易摩擦已经相对较低，本文不考虑这些地区之间制度性贸易摩擦进

一步降低的情况。

③　估计出有规模经济设定下的反事实均衡后，若在此基础上估计生产率回到基期均衡的生产率水平对福利的

影响，即 Âg，j = ( )1 Ŝs
g，j

η j

造成的影响，可以得到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大小。同时，按照这一方法进行估计将使模型回

到无规模经济设定下的均衡。因此，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可以直接由有规模经济设定、无规模经济设定下，贸易成本

变化的福利效应之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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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省际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至 15% 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 （单位：%）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总福利

7.971 
16.374 
14.911 
36.540 
26.337 
11.504 
11.074 
14.382 
11.059 

4.470 
10.852 
10.706 
13.220 
12.931 

6.725 

贸易成本

变动效应

3.594 
7.200 

11.697 
26.863 
16.860 

9.593 
6.134 
9.676 
5.024 
4.818 
7.377 
8.039 

10.467 
9.190 
4.972 

规模经济

强化效应

4.377 
9.174 
3.214 
9.676 
9.477 
1.911 
4.940 
4.706 
6.036 

-0.348 
3.476 
2.667 
2.753 
3.741 
1.754 

省份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总福利

10.166 
10.175 
12.641 

7.921 
18.715 
19.706 
11.308 
14.338 
17.665 
14.918 
14.696 
27.131 
29.928 
19.392 
13.846 

贸易成本

变动效应

6.400 
9.056 
7.999 
3.498 

10.818 
10.209 

5.699 
9.760 
9.562 

11.102 
9.241 

16.650 
16.736 
11.816 

8.090 

规模经济

强化效应

3.767 
1.119 
4.643 
4.423 
7.896 
9.498 
5.609 
4.578 
8.103 
3.815 
5.455 

10.481 
13.192 

7.576 
5.757 

（二）作用机制分析

根据本文的理论模型，贸易成本变化引发产业规模变化，进而带来生产率变化是规模经济强化

效应的核心机制。由于贸易成本变化对产业分工的影响一直是贸易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因

循这一传统，从产业的空间分工深化与地区产业专业化两个维度，描述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引发的

产业规模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如何影响规模经济强化效应。

附录图 D.6.1（a）、D.6.2（a）显示，相比于无规模经济设定的估计结果，在有规模经济的设定下估

计反事实均衡，特定产业规模扩张的省份数量更少，且不同省份同一产业的规模变动标准差更大，

这说明在有规模经济的设定下，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更倾向于深化产业空间分工，使特定产业的发

展机遇集中于更少数地区。同时，图 D.6.1（b）、D.6.2（b）显示，相比于无规模经济设定的估计结果，

在有规模经济设定下估计反事实均衡，各省规模扩张的产业数量更少，且各省内部不同产业规模变

化的标准差较大，说明在有规模经济的设定下，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更能促进地区专业化于少数产

业①。可见，产业的规模经济性强化了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对产业空间分工深化和地区产业专业

化的影响。

在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性时，产业空间分工深化和地区产业专业化也将对生产率产生影响，带来

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从理论上说，产业空间分工深化意味着对特定产业而言，更少的地区生产率增

长，更多地区生产率下降；而地区产业专业化意味着对特定地区而言，更少的产业生产率上升，更多

①　需要注意，这一结论是与无规模经济设定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得出的，并不意味着在贸易成本变化影响后

的均衡中，地区的产业结构比基期更加专业化，因为这还与地区基期的产业结构有关。同时，规模经济能增强贸易

成本变化对地区间产业分工深化与产业专业化的作用，原因在于产业规模经济性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生产成本对

产业规模的负反馈作用，详细分析见附录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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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生产率下降。因此，贸易成本变化引发的产业空间分工深化和地区产业专业化是否均能带

来正向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还有待考察。本文将规模经济强化效应近似分解为本地产业规模变动

的贡献，以及除本地以外其他地区产业规模变动的贡献，分别衡量地区产业专业化、国内产业空间

分工深化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分解某一省份 g 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时，本文将产业规模变化带来

的生产率变化分为两组，一是 g 省所有产业的生产率变化 { Âg }，二是国内除 g 省以外的所有省份所

有产业的生产率变化 { Â-g }。本文以无规模经济设定的均衡为基准，按照不同顺序估计 { Âg }和 { Â-g }
的影响，并取二者的平均值，可以得到其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贡献。

图 1　本地产业专业化和国内产业空间分工深化的贡献

图 1 中，朝上的直方表示正效应，朝下的直方表示负效应。可以看出，本地产业专业化对规模

经济强化效应的贡献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对于规模经济强化效应较大的省份，例如青海、甘肃、

天津、海南等地，本地产业专业化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存在重要贡献。同时，对部分省份而言，本地

产业专业化带来了负面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这说明在贸易成本变化和规模经济性的影响下，特定

产业规模下降导致的生产率下降可能引发负面影响。

同时，国内产业空间分工深化带来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省际差异相对较小，高值分布在河北、

陕西、云南、贵州等地。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几乎给所有省份带

来了正向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这可能说明了贸易成本下降导致产业集聚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

带来明显的生产率的提升。而产业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收益经由贸易联系跨地区传播，使各地价格

指数趋于降低，进而带来正向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

总之，本部分发现，产业层面的规模经济性会增强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分工和专业化效应，

体现在同一产业的地区间分工趋势和地区内部的产业专业化趋势上。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引发的

产业空间分工深化与地区产业专业化均倾向于带来正向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其中地区产业专业

化对各地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贡献方差较大，而产业空间分工深化对各地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贡

献方差较小。据此，不考虑规模经济性将忽视产业空间分工和专业化集聚的作用，使国内市场一体

化的福利效应估计存在偏差。

（三）产业异质性

不同产业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贡献可能存在差异，为增加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产业异质性

的理解，本部分采用如下方法分解各产业对各地区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贡献。首先，在分析产业 j

的贡献时，本文将所有地区所有产业规模变化带来的生产率变化分为两组，即 { Â j }和 { Â-j }，分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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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j产业和非 j产业规模变化带来的生产率变化。在无规模经济均衡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不同顺序

估计 { Â j }、{ Â-j }对福利的影响，并计算 { Â j }影响的平均值，可以得到各产业对各地区规模经济强化

效应的贡献①。

附录图 D.7.1（a）的箱线图展示了各产业对各地区规模经济强化效应贡献的分布情况。可以看

出，不同产业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贡献分布存在明显差异②，其中，仅有金属制品、交通运输、纺

织服装、通信计算机和化学医药产业存在明显的高值，而木材家具、造纸印刷、石油炼焦、非金属、通

用设备、电气机械产业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贡献分布较为集中，且平均效应接近于 0。同时，青

海的金属制品业、天津的交通运输业、福建的纺织服装业等几乎贡献了本地所有的规模经济强化效

应③。该结果说明，不同产业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贡献存在一定差异，且部分地区的规模经济强

化效应可能仅由少数产业决定。

五、拓展分析

（一）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作用条件

1.投入产出关联

大量研究发现，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对福利效应的估计存在重要影响，表现为投入产出关联

倾向于放大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Costinot和 Rodriguez-Clare， 2014；Caliendo 和 Parro， 2015）。在

本文的设定下，若产业间存在投入产出关联，则由于产业规模扩张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不仅能对本产

业产生影响，还能通过投入产出关联，影响其他产业的供给侧竞争力，因此本文预期投入产出关联

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强度存在明显影响。为分析投入产出关联的重要性，本文采用无投入产出

关联的模型重新估计反事实均衡，估计结果在图 2（a）中用黑色的点标出，而浅灰色的点对应基准设

定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相比于基准设定，各地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④均大幅下降，

这说明产业间具有投入产出关联是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图 2　其他作用条件

①　本文的方法相当于取 j产业生产率变化最先纳入模型和最后纳入模型的福利效应平均值，因此估计得到的

所有产业贡献相加虽十分接近基准估计得到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但二者在数值上不完全相等，本文按照各产业贡

献的比重，乘以基准部分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大小，微调各产业的贡献。

②　本文初步分析了产业贡献差异背后的原因，详见附录 D.7。
③　本文以特定地区为例，从产业规模变动、产业价值链变动的角度，更具象地展示了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并发

现在有规模经济的设定下，地区更倾向于形成跨区域的价值链，具体见附录 D.8。
④　图 2 中，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等于省份对应的点到 45°线的垂直连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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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业可贸易性

在基准设定中，本文考虑服务业可贸易的情形。本部分将服务业视为不可贸易行业，观察福利

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变化。图 2（b）显示，若服务业不可贸易，基准设定下受益明显的地区

福利水平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水平有所下降。这可能因为这些地区部分产业在规模扩张的同时，

推高了本地要素价格，提高了服务业价格指数。在服务业可贸易时，这些地区可以用外地低价的服

务替代本地高价的服务，从而能获得更高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若服务业不可贸易，生

产者和消费者只能购买本地相对高价的服务，导致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低于基准设定，该

结果部分地呼应了 Bartelme 等（2019）的理论判断。

3.国际循环畅通程度

已有研究发现，畅通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对福利提升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任桐瑜等，2023），

本部分分析国际循环畅通程度对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福利效应、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影响。本

文首先模拟国际贸易成本上升为原来的 2 倍的反事实均衡。在该均衡状态下，本文估计制度性贸

易摩擦下降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图 2（c）显示，国际循环成本上升后，基准设定下受益

明显的地区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在国际循环畅通时，受益地区

产业专业化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增强了国际市场竞争优势，进而能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收入。同

时，这还可能因为国际市场能提供一些替代性产品，若国际循环受阻，受益地区由于生产成本上升

引起本地部分产品价格指数上升时，无法用国外的产品进行替代，导致价格指数的上升趋势更加

明显。

（二）敏感性检验

本部分检验本文估计结果对制度性贸易摩擦估计方法、参数选择的敏感性①：其一，在估计制

度性贸易摩擦时，使用城市之间的直线地理距离作为空间摩擦的代理变量；其二，在估计制度性贸

易摩擦时，剔除部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其三，采用对称的制度性贸易摩擦设定；其四，采用不同的

规模弹性 η 取值；其五，改变劳动力迁移弹性 κ 取值；其六，采用不同的投入产出系数设定。结果显

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三）对比降低空间摩擦的效应

除了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以外，降低空间摩擦也是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重要手段。明确不

同市场一体化路径的潜在收益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有助于确定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关键着

力点。因此，本部分估计通过优化交通网络降低空间摩擦带来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并

与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效应进行比较。

本文假想如下情形：属于不同省份的城市之间的路网距离降低为城市间的直线距离，且城市间

的交通时速进一步提升为高速公路的时速，即 100km/h。本文使用 ArcGIS 软件，计算这一情形下地

区间交通时间的变化，并根据表 D.3.1 中各产业贸易成本的时间弹性，估计由交通时间变化引起的

贸易成本变化。以该贸易成本变化作为外生冲击估计得到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如附录

表 D.10.1 所示。若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多数地区能获得正向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但其

效应明显小于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的情形。其中，重庆、贵州、宁夏、甘肃等省份获得明显的福利提

升，这些地区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也最大。另外，东部地区的省份福利效应均较小，规模经济强化效

应也相对较低。此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倾向于提升中国内陆地区福利的

①　具体设定、数据来源、处理方法、结果等详见附录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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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Xu 和 Yang， 2021）。

本文认为，城市间交通距离降低为直线距离是比较理想化的情形，即使如此，降低空间摩擦

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仍明显小于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情形。因此，本文认为除了

进一步优化交通基础设施以外，降低国内制度性贸易摩擦也是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重要

手段。

（四）全国层面的效应

为了在更宏观的尺度上把握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作用，本部分估计省际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

带来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对全国福利的影响。如式（30）所示，全国福利变动可由各省福利变动加

权平均得到，权重为 ξg正比于初始人口禀赋（L̄g）、实际收入（ŵg P̂ g）和经迁移弹性调整的劳动力留

居本地比例项（m
- 1

κ
gg）之积①。

Ŵ =∑g∈ΩCN

ξg

ŵg

P̂ g

m̂
- 1

κ
gg    ，    ξg =

L̄g

wg

Pg

m
- 1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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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ΩCN

L̄h

wh

Ph

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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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30）

本文计算有规模经济设定和无规模经济设定下的全国总福利效应，后者即为贸易成本变动效

应。全国层面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由总福利效应减去贸易成本变动效应计算得到。表 4 子表 A 展

示了省际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至 15% 的加总效应②。在基准设定下，全国福利将提升 11.123% 左

右，其中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为 3.626%，占总福利效应的 32.6% 左右。这说明在全国层面，规模经济

强化效应也是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影响福利的重要渠道。另外，对比不同设定的结果可以发现，是

否考虑投入产出关联对全国福利和规模效应估计的影响非常显著，若不考虑投入产出关联，福利效

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分别下降为基准设定的 1/3、1/9 左右，可以认为投入产出关联对规模经济强

化效应的强度具有关键影响。

表 4 子表 B 汇报了按前文设定优化国内交通网络以降低空间摩擦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

效应。结果显示，降低地区间空间摩擦能使全国总福利增长 1.259% 左右，其中规模经济强化效应

约为 0.307%，明显小于省际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至 15% 的情形。表 4 子表 C 则汇报了同时降低制

度性贸易摩擦和空间摩擦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此时，全国的福利效应达 13.938%，大

于单独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单独降低空间摩擦的福利效应之和。同时，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也达到

了 4.587%，大于单独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单独降低空间摩擦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之和。此结果

说明，降低空间摩擦和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这两种市场一体化路径在福利提升上具有一定的协同

效应。

由于国内贸易成本变化会改变福利的空间分布格局，本部分也考察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福

利再分配效应，以及规模经济设定对此的影响。本文用福利的泰尔指数（theil）来衡量福利分布不

均程度，字母 b、s、ns表示基期、有规模经济均衡以及无规模经济均衡的情况，泰尔指数越大，表示福

利的空间分布越均等。表 4 显示，无论是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还是降低空间摩擦，抑或二者并举，

均倾向于使全国福利分布更加均等，这也符合前文欠发达地区福利效应更高的结论。另外，对比有

①　计算全国尺度的福利还需要各省基期价格指数数据，本文结合 Brandt 和 Holz（2006）估计的 2004 年中国各

省价格指数，以及 2004~2017 年《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各省价格指数进行计算。

②　附录 D.11 还考虑了无劳动力迁移设定下的全国加总效应，发现是否考虑劳动力迁移对全国加总效应影响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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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和无规模经济的模型设定可见，规模经济的设定倾向于增强福利均等化的趋势，这也与欠

发达地区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相对较大有关。

表 4 全国层面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

子表 A    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

基准模型

无投入产出关联

子表 B    降低空间摩擦

基准模型

无投入产出关联

子表 C    二者同时降低

基准模型

无投入产出关联

对全国的影响（%）

总福利

11.123
3.705

1.259
0.472

13.938
4.605

贸易成本

变动效应

7.497
3.311

0.952
0.448

9.351
4.107

规模经济

强化效应

3.626
0.394

0.307
0.025

4.587
0.499

再分配效应

theil（b）
3.2171
3.2316

3.2171
3.2316

3.2171
3.2316

theil（s）
3.2301
3.2359

3.2188
3.2317

3.2347
3.2365

theil（ns）
3.2272
3.2364

3.2179
3.2318

3.2287
3.2370

根据上述结果，本文认为，降低地区间的制度性贸易摩擦能为全国带来显著的福利效应和规模

经济强化效应。另外，降低地区间制度性贸易摩擦与降低空间摩擦具有协同效应，二者并举能进一

步提升全国福利水平，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积极作用。

六、结论和展望

产业的规模经济性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现实支撑。为研究产业的规模

经济性如何影响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福利效应，本文在经典的量化贸易模型中引入产业的规模经济

性，把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福利效应分解为贸易成本变动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并重点考察

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作用。本文发现：其一，省际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至 15% 能为大多数省份带来

正向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且大部分省份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占总福利效应的比重达

25% 以上。从全国尺度上来看，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带来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约为 3.626%，占总

福利效应的比重达到 32.6%，忽视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将显著低估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福利效应。

其二，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能促进产业空间分工深化和地区产业专业化，二者引发的生产率改变对

规模经济强化效应均有重要贡献。其三，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强度显著受投入产出关联的影响，服

务业的可贸易性和国际循环的畅通程度也会影响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大小。其四，若按照城市间

直线距离和最快交通速度降低省际空间摩擦，其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明显低于省际制度

性贸易摩擦降低至 15% 的情境，但这两种国内市场一体化路径在提升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

应上存在一定的协同性。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破除地区间制度性贸易壁垒，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政府干预导致的“制度性摩擦”，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说明，中国地区间制

度性贸易摩擦仍然相对较高，未来还有很大的降低空间。为进一步降低地区间制度性贸易壁

垒，提升居民福利，可以从“立”和“破”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规

则，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市场监管、产权保护、数据信息、社会信用等方面的基础制度，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制度规则的统一削减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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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性贸易摩擦。另一方面，要破除地区间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在制度设计上，应理顺

各级政府间的财税关系，优化地方政府的考核手段、激励方式和利益协调机制，推进各地政府

间的交流与协作。在监管上，要依法打击滥用行政权力阻碍公平竞争的行为，禁止各地区自行

设定市场准入规则，杜绝歧视性执法行为，防止各地实行封闭的自我小循环。在重点地区上，

中西部地区制度性贸易摩擦较大，破除制度性贸易壁垒的积极作用也相对显著，是近期政策应

重点锚定的地区。

第二，引导产业基于比较优势集聚，深化区域间价值链分工。本文发现，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

将促进产业的空间分工深化与地区产业专业化，二者均对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有重要作用。因此，各

地应配合统一大市场建设，因势利导，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行政服务质量，积极引进产业人才，增强

优势产业市场主体活力，鼓励优势产业专业化集聚，适时引导劣势产业迁移和退出，进而更好地发

挥产业规模经济性的作用。此外，本文发现产业链关联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

强化效应均有重要作用，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和产业规模经济性的影响下，产业关键投入品将更少地

由本地供应商提供，更多地由外地供应商，尤其是邻近地区供应商来提供，国内价值链的重要性将

更加凸显。因此，应基于各地比较优势和产业链分工大趋势，深化邻近地区的价值链分工协作，提

升国内价值链的质量和韧性，充分发挥出规模经济强化效应的积极作用。

第三，提升政策协同性，充分释放破除制度性贸易壁垒的红利。一方面，应增强不同国内

市场一体化手段间的协同性，提升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福利效应。本文发现降低空间摩擦

与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存在协同效应，故应在仔细评估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优

化重点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质量和连通度，避免偏远和隔绝的地理条件掣肘统

一大市场建设。另一方面，还应协同推进国内服务贸易、畅通国际循环，更好地发挥制度性贸

易摩擦降低的积极作用。本文发现服务业可贸易性能强化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积极作用，

故可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服务贸易不同场景的应用，削减地区间服务贸易壁垒，

增强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促进优质服务跨地区流动。此外，本文发现国际循环畅通有利于发挥

制度性贸易摩擦降低的福利效应和规模经济强化效应，故应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

融入区域贸易协定，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地区的多边合作，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试验

区，努力削减国际循环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国内市场一体化带来的产业规模经济优势转化

为国际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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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in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ducing Institutional Trade Frictions

CHEN Tao　YAN Zhongxiao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mei University）

Summary： Country size is a major challeng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while it is also a potential 
advantag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industry-level scale economies， domestic market size can turn 
into better economic performance， such as higher welfare and growth rate. This notion is confirmed by 
economic theories， especially in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croeconomics. However， 
empirical studies have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effect of country size on growth. This is probably 
due to the negative effect of higher domestic trade costs in a large country context. The case of China is in 
line with this argument. Owing to vast territory and complex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domestic trade cost 
in China is far from negligible. Besides spatial frictions related to geographical distances， there are 
notable institutional trade barriers between Chinese regions. The institutional trade barriers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eform of fiscal regime. For concreteness， although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plays a big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t raises the incentives of local 
government to protect local markets， which results in various forms of institutional friction. Recently， 
policymakers have acknowledged the urgent need to remove those institutional trade barriers. Under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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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brought by institutional trade 
barriers reduction.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is defined as the welfare impact of productivity 
growth generated by the changes in sector size in response to institutional trade barriers reduction.

This study uses a quantitative trade framework and integrates industry-level scale economy into a 
theoretical model. After constructing the model， the scale elasticity parameters， which are of key 
importance to the estimation， are estimated using regional trade data in a model and data-consistent way. 
Then， the baseline equilibrium is calibrated using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  in 2017. Using 
calibrated model， this study simulates the counterfactual scenario that institutional trade frictions in 
China is reduced to 15%， which is exactly the level of cross-region institutional trade frictions in Canada.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welfare increases in response to reducing domestic institutional frictions. 
Moreover， the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brings an additional 25% welfare gains to most 
provinc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leads to a 3.626% increase in 
welfare， accounting for 32.6% of the total welfare effect. In search of the mechanisms，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originated from the spatial division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of industries. The results confirm that both mechanisms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This study also unveils the heterogeneous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delves into othe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agnitude of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and finds that the input-output link 
between industrie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xacerbating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The 
tradability of service industries and opennes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lso play differentiated roles. This 
paper also compares the effect of reducing spatial frictions by improving connectivity and the quality of 
infrastructures. The welfare effect of reducing spatial frictions is much smaller than reducing institutional 
trade barriers； however， reducing spatial frictions can strengthen the effect of reducing institutional trade 
barriers.

The results have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this study finds that lowering institutional trade 
barriers can bring about significant welfare effects and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so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down inter-regional institutional trade barriers， eliminat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between regions， and ensure fair competition among market agents. Moreover， by constructing 
infrastructures of high quality and high connectivity， trade barriers arising from geographical 
segmentation between different markets can be reduced and the effect of reducing institutional trade 
barriers can be somewhat strengthened. Finall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tradability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opennes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re also vital for maintaining the magnitude of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cale economies； thus， it is beneficial to promote the service trade between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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